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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赵 梅 春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２０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
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２０世纪初期，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揭示历史进化进程及其原理为撰述旨趣、以民史为

撰述中心、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以反映朝代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为帝王提供资治
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

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马克思主

义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新史学话语体系，并在以后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者在
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在构建新

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时，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
系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等，是应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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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之间
的碰撞与交流，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开始发生嬗变。２０世纪初期，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并在５０年代取得主导地位。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建立
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声，史学研究者也积极探
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①。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我国广
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
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这表明，构建新时代的史学话语体系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对以往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进行清理与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对
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作一考察。
一、新史学话语体对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取代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以“明道”“资治”为旨趣的传统史学与古代中国社会相适应。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

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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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瞿林东《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姜义华《创新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
系》（《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四届马
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也以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道。“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认识到，船坚炮利挽救不了危机，维新变法也同样无能为力。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国家危机，中国学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
入西方学术，这被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①。就史学而言，学者普遍感到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
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通过史学革命，为史界开辟一新天地，并期待以新史学造就具
有国家观念、群体意识和民族爱国热情的新国民，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凭借“梁启超
式的输入”所引进的西方学术理念、范畴等思想资源，史学界开始了新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借助于从西方输入的进化史观以及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新概念，一方面清算传统史
学，另一方面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界定史学研究对象、目的和宗旨，建构新的史学体系。他指出：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②但中国史书虽繁、史家虽多，却
“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③，这是因为中国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
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中国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人
之天下，“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④。传统史学的代表二十
四史，即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缘于中国史家不知朝廷与国家之界限，不知
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别。“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
耶”！中国人群体意识不强，史家难辞其咎，所谓“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也”⑤，这样的史书难以起到聚合群力的作用。中国民智不发达，也与史学
有莫大关系，史书理应通过叙述人群发展变化之原因结果，揭示其进化之原理，“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
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⑥。但中国史书却只知记事，不能阐明事物之间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如蜡人院
之偶像，毫无生气。这样的史书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损耗民智。有感于此，他大声呼吁史学革命：“今日
欲提倡民主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
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能缓者也。然徧览乙库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
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
著，吾岂好哉？吾不得已也。”⑦一方面是亟须凭借史学资源培养具有爱国心的新国民以挽救民族危机，另一
方面却是已有之史学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吾不得已也”这句话，道出了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的苦衷。对
于传统史家念兹在兹的书法与正统，梁启超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所谓“正统”实际上是将天下视为
一家一姓之私有，“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
扬奴性也”⑧。他认为此种观念不予根除，史学难以起到养育新民之效。“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
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
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⑨。至于“书法”，梁启超认为它也是以是否忠于一家一姓为褒贬是非之标
准，“上之启枭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瑏瑠。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正统”“书
法”都是为一家一姓之专制统治效力的，若不予以根除，史学难以唤起国民爱国心，难以聚合群力。
梁启超倡导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共鸣，形成了新史学思潮。邓实、曾鲲化、陈黼宸等纷纷批判

传统史学，呼吁建立新史学。曾鲲化指出，中国为睡狮，四万万人毫无生气，固然是贼民者、毒民者所造成的，
但史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史氏闻其言而忾然痛曰：压制此动物而斩断其蓬蓬勃勃之生气者，二千年
贼民、毒民者之冤孽也。犯万世之不韪，为国民之公敌。袒毒贼民者之门阀，而抹煞人间社会一切活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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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指出：“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
欢迎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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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２４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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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状者，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他批评中国史家“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为能事，“龂
龂正统偏安之争，皇皇鼎革前后之笔”，其所撰之书，“余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谱，车载斗量；而中国历代社会文
明史，归无何有之乡。飞将军、大元帅之相斫书，汗牛充栋，而中国历代国民进步史，在乌有子之数”①。邓实
则热切盼望新史学造福于民：“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
乎！鸡既鸣而天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抑犹是沉迷醉梦于君主专制史而不觉也？”②可见，
传统史学的合法性遭受到了强烈质疑，通过史学革命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新史家重新对史学进行了界定。梁启超反复申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

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③。所谓叙人
群进化之现象，就是要求撰写民史；所谓求公理公例就是“作史者之精神”。他曾指出：“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
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④因为
“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⑤。
研究历史者若能揭示出其间的消息、原理，则所作之史将有益于人类社会。“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
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⑥。从梁启超有关史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谓新史学就是通过叙述人群
进化之历史，揭示其进化发展之公理公例，激起国民爱群善群之心，从而增进群体幸福。有关史学的这种认
识，也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普遍理念。邓实指出：“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
之进也，而一大群之进也。”“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接触、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
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
公利，爱其群，尤爱其群之文明，爱群之文明，尤思继长增高其文明，孳殖铸酿其文明”⑦。曾鲲化也指出：“夫
历史之天职，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活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
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⑧可
见，“新史学”之“新”，主要表现在对历史进程之看法、历史撰述之旨趣、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有关史学社
会价值等方面的认识迥异于传统史学，是一种以民史为中心的现代史学话语体系。

１．关于历史发展进程。新史家不再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而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将中国历
史视为一个具有阶段性的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并以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概念来揭示其发展阶段。夏曾
佑指出：“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⑨这三大阶段，又可
以根据国势盛衰、学术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变迁，分为七个时期。由草昧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由秦至三
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五代末至明为退化期，清朝为更化期，此期前半段，学问、文
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在梳理中国历发展脉络时，夏曾佑还对
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予以特别的关注，如他指出禹为“古今之一大界”瑏瑠，战国“为古今之大界”瑏瑡，秦人灭
六国统一天下，中国历史遂由上古时代而转入中古时代。不难看出，在新史家眼中，中国历史不是杂乱无章
的，也不是循环的或倒退的，更不是王朝间的频繁更替，而是一个螺旋式、有阶段、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进
化之轨迹粲然可见。

２．关于历史进化发展的动因。新史家论及中国历史的变化时，其着眼点不再是天命、道德或个人的意
志，而是生存竞争、地理环境、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经济因素。夏曾佑论及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认为这
种争战是由生存竞争引起的。“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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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１９０２年第１３期。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９、１０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２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页。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１９０２年第１２期。

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出世辞》，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９６页。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５年订正再版，第６页。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５年订正再版，第３０页。

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５年订正再版，第２４４页。



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①。生存竞争导致优胜劣汰，社会因此不断发展。黄帝、炎帝、蚩尤大战，“为吾
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②。陈恭禄重视地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指出“一国现状之
造成，由于两大势力，一曰天然环境之影响，一曰民族活动之总程”，“民族活动无往而不受地理之影响与限
制”，“地理为一国之天然环境，实一民族活动之根据地，人民生活，常受其支配与影响”③。钱穆则将民族文
化、民族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指出“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
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
成绩”④。吕思勉论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观念、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时，认为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
并指出“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⑤。但他并
没有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是强调“要考察社会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
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⑥。不难看出，持多动因论，是
新史学在历史发展动因认识问题上所呈现出的新特点。

３．关于历史撰述的对象和内容。新史家认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不是君主，也不是少数杰出人物，而是人
群，故反对君史，倡导撰写民史。邓实指出：“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治，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其
内群之经营焉，其经营之成绩，则历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争焉，其竞争之活剧，则历史之舞台
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历史，舍历史亦不能造人群。”⑦梁启超也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
其事不关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⑧陈黻宸则强调“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
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⑨。新史家认为民史应包括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
梁启超借用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之说，指出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为民史的范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
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凡高等技术
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瑏瑠。可以看出，梁启超心中
的民史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思想情感相关的社会史。

４．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新史家倡导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梁启超指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
语言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
学、论理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
这些学科都可为历史研究者所凭借，成为其理论资源，所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
而所得又必多矣”瑏瑡。黄节指出：“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
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瑏瑢在这些学科中，以社会学即梁启超所说之“群学”
对新史学的影响最为突出。章太炎计划撰写中国通史时，“日读各种社会学书”瑏瑣，夏曾佑、刘师培、吕思勉等
所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也多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５．关于历史撰述之价值。新史家强调史学旨在揭示历史进化之公理公例，以过去之进化导将来之进化，
以国民资治通鉴取代帝王资治通鉴。梁启超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
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将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
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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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此前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进幸福于无疆也。”①并且将揭示历
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视为史家应尽的义务。他指出：“进化之理不能明，历史之义务不
能尽。”“夫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②。章太
炎指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为主。”③这是强调中国通史撰述，旨在揭示社会进化发展之原理，鼓舞民气。夏曾佑指出：“智莫大于知来，
何以知来？据往事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其所撰之《中国历史教科书》旨在“发明今日社
会之原”，以便人们在“运会所遭，人事将变”之时，“一一于古人证其因”，“以知前途之险夷”④。
可以看出，这种以阐发社会进化过程及其原理、以国民为中心、以促进国家民族富强的新史学话语体系，

有异于以反映朝代变迁、探讨皇朝盛衰之故、为帝王提供统治术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
新史家以其所构建的新史学体系衡评中国传统史学，得出“中国无史”的结论。梁启超在比较了传统史

家与近世史家之异后，断然言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过也。”⑤他还强调：“吾党常言二
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但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固不诬也。”⑥邓实、陈黻
宸、曾鲲化、刘师培等对梁启超之说做了进一步阐发。如邓实指出：“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异哉，中国三千
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
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徧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
著作，而无一焉也。史岂若是耶？呜呼！中国无史矣！”⑦陈黻宸则反复慨叹中国之无史：“于乎，中国之无史
亦宜哉……于乎，中国之无史，我固不能为明帝恕……吾观于南北朝之时，而益不能叹息痛恨于中国无史
也。”⑧新史家认为“中国无史”，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史学或历史书，而是说历史应该是国史、民史、群体之史，
而中国以往之史是君史而非民史，是朝廷之史而非国家之史，是个人之史而非群体之史。从这个意义上讲，
说中国无史“其实固不诬也”。“中国无史”说的盛行，是以决绝的态度宣告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危
机，标志着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终结。此后，尽管还有学者不赞成“中国无史”说，用传统史学话语撰史，但新
史学话语体系已经代替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马克思主
义史学话语体系所代替。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

国历史而形成的。较早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是李大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将唯物
史观之光照进中国古老的史学殿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及之后有关社会史论战的反思，
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范
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吴泽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各自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
系初步建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通过唯物史观大普及，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

的原因》等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所著《史学要论》以唯
物史观为指导，对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述，被誉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郭沫若《中国古
代史学研究》不但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提出有关中国历史的全新认识，而且以
最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殷周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奴隶制的产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
转变进行了研究。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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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正值中国社会史论战展开之时。社会史论战所争论的问题主要为亚细亚生

产方式、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秦至清代的社会性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等。正如学者
所指出的，这场论战既是政治论战，也是学术论战，政治与学术交织在一起。这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话
语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双重品格。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各方不管其政治目的如
何，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它所高举的理论指导，所运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史观在论者之间具有无可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②。社会史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应该看到，社会史论战中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盛行，既缺
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在社会论战结束之后，何干之、翦伯赞、
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对社会史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并在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将唯物史观与
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中国化，最终形成了革
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话语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社会史论战之研究方法进行审视，指出缺乏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以玩弄马

列词句为能事是社会史论战之最大弊端。其次，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基础上，致力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
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泥沼。而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关
中国社会史的系统阐述，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撰述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框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范文澜、吕
振羽、翦伯赞、吴泽等分别撰写了中国通史著作。尽管他们在有关中国历史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同
看法，甚至分歧，但在有关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
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并“把中国历史贯串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
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③。这些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发展成熟，马克思主义
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这种话语体系的代表。据佟冬回忆，《中国
通史简编》“出版后，范文澜同志对研究室的同志说：毛主席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
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
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④。所谓“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掌
握了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权。戴逸在纪念范文澜１００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也指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
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⑤。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阐释

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
体系的理论基石，所以范文澜将按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视为《中国通史简编》与以往历史著
作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按着一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阶段”，“试用一般的社会
发展原理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⑥。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
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二，从社会经济角度揭示中国历史的变
化。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
替。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翦伯赞论及商代奴隶
制的产生时指出：“依据历史的原理，劳动生产力之发展，财富之增加，以及生活领域之扩大，必然要引起奴隶
制的。”⑦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也是由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翦伯赞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完成了封
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管理机构、经营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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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进而引起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变化，中国社会也从初期封建制走向专制主义封建制。其
三，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强调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历史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一个
重要特点。吕振羽指出，其所撰《简明中国通史》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浮现出来”①。范文澜指
出，其《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②。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其所撰中国通史著作中，将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体，歌颂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
斗争，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等，充分展示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范文澜指出，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
力。其四，以劳动人民的活动作为历史撰述的核心内容。范文澜批评以往的史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
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
略”③。而他要写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历史。为了显示出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
皇族的家谱”，《中国通史简编》在１９４８年的再版中，将历代帝王年号去掉，全用公历，对历代帝王直称其姓
名④。其五，认为中国历史既具有人类历史的一般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其一般性表现为中国历史发展
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独特性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表现。因此，既要掌握人类
历史发展规律，也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其六，主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家既是学者，也
是革命家，研究历史是为了指示历史前途，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翦伯赞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
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造
历史而研究历史。”⑤为改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
话语体系以其鲜明的特色区别于新史学话语体系，它们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框架，将中国历史视为从
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代替上古、中古、近
世作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以人民群众取代了含混不清的群体、国民，以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发
展变化而不是政治制度、文化的变迁作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依据，撰述重心也由“文化史”即社会制度、社
会生活、学术思想等转移到经济与阶级斗争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唯物史观的大普及和批判、清算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绝大

部分史学工作者接受了唯物史观，陈垣、童书业、金毓黻、杨志玖等新历史考证学者不但接受了唯物史观，而
且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与撰写中国历史。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
三、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
史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新中国成

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主导地位，并进一步完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史学界开展的有关重大
理论问题的论争，对深化与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
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⑥。
然而，因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响，史学研究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倾向，严重地损害了马克
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如１９５８年的“史学革命”，倡导打破王朝体系，建立新的人民史体系，要求将王朝从历
史上抹掉，将王朝的称号、统治者的活动、典章制度从历史中删去，大有以农民起义史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
这种史学革命，诚如学者所言，实际上是革史学的命，动摇了史学的基本理念⑦。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
“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使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被批判、被迫害，史学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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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从１９５９年始即对这种现象进行救弊纠偏。翦伯赞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有权打破王朝体系，但无权任意
删去王朝的称号，因为前者是史学家的观点，后者是历史事实。”见《关于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新建设》，１９５９年第３期。范文澜指出：“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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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被取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一方面清算史学领域左的余毒，一方面接续之前的研究课
题。但很快地，学者发现已有的史学研究无论在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难以超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并
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于是，“史学危机”之说开始在史学界蔓延①。有学者指出，这种
危机“一是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②。这里所说的“流行史学体系”，是指马
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学者认为这种史学体系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续至今，“已经解释不了现
实中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③。所以，“当代史学的危机实际上正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即旧的史
学范式的危机”。因此，“要解决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要推进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我们新一代的史学
工作者，当前正面临着必须打破三十多年来所定型了的这一套旧理论范式的任务”④。于是，史学界开始重
新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学者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的反思，首先就是围绕着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中国历史实际之关联这一问题展开的。有学者指出，五种社会
形态学说是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顺序是就欧洲社会发展
史而言的”⑤。同时，五种生产方式只是逻辑上的历史发展顺序，而非现实历史发展顺序，并不是从历史研究
中得出的，而是由欧洲资本主义推溯出来的逻辑经济形态，“我们把这种逻辑的历史顺序看作既成的历史发
展顺序，是完全错误的”⑥。他们还认为，现在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斯大林确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
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马、恩并没有将五种生产方式作为世界通行图式，是斯大林对其进行了武断地发挥并
以此安排人类历史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经斯大林阐释的五种生产方式当作人类历史普遍规律，以之
剪裁中国历史，所“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
编写的”⑧。因此，“应当破除按五种生产方式或相应的社会形态构成的中国历史体系，代之以中国历史本身
固有的发展体系，即破除旧体系，建立新体系”⑨。其次，从社会发展方面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有学者
指出，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是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篇章。现在关注的
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完
成了历史使命瑏瑠。更有学者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
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战时史学”，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为代表的通史体系是一种“战时历史框架”，新
中国成立后本应走出“战时史学”，但由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深陷其中瑏瑡。总之，在
这些学者看来，既有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无论是理论、观念、方法，还是功能、价值取向，都与转型时期的社会
脱节，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必须予以超越。“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过时的史学框架，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
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史家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面对现实，从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导下，重新
研究以往全部人类文明史，是克服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瑏瑢。
四、具有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通过对现有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反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抽绎出中国

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即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普遍认识。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一是运用新方法撰写中国通史。田昌五提出的中国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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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曹大为等人有关新编《中国大通史》的理论构想①，反映了史学界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体系的要求。他们
不再将中国历史纳入五种社会形态框架中，力图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构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如田昌
五将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洪荒时代，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的降生起，直到一万年前的氏
族社会为止，这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进化过程。第二阶段为族邦时代，即宗族城市国家，从５０００年前至

２４００前年止，宗族的兴衰降替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第三阶段为封建帝制时代，上承族邦时代，下至辛亥革
命推翻帝制为止。其主线是三次历史大循环，表现为周期性循环式跳跃前进。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第四次大循环，并将由此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②。曹大为则参照“马克思、恩格斯依据
劳动资料、生产力类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理论框架，“依据生产力、生产
关系和社会结构为主要标准，综合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考察判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
向工业文明转轨三大阶段。其中，农耕文明又分为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专制个
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秦汉———清中期）。向工业文明转轨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③。此外，冯天瑜试图通过对“封建”这一概念的梳理，重新探讨自秦至清代这一段历史的社会性质，旨在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④。
田昌五等人之所以放弃社会形态理论，是因为“把中国历史纳入既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而不顾中

国的历史实际，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⑤。他们认为无视中国历史实际，以五种
生产方式的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因此“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
态’单线演进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⑥。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既不是什么西方型，也不是东方
型，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田昌五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须把握这种宗族社会模式和经济模
式。套用任何外来模式，都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⑦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各个流
派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开始，然后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
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由此建立的历史学体系……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体系”⑧，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都没能逃脱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必须打破既有的中国历史
体系，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曹大为认为，中国在跨入文明门槛时，经历了一条颇
为独特的道路，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剥削阶级新贵，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奠定了宗法农耕型社会
的基本格局，一直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宗法制度是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国通史著作也反映了史学界对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
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追求。如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启良
《中国文明史》、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等，皆呈现出新的风貌。其一，以中国历
史固有的发展线索取代以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中国通史的理论架构。樊树志决定摒弃传统教材的社会发展史
模式，“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作为国史的主线”⑨。张岂之则“提出中国通史体例按中国历史
上的朝代划分段落，几个朝代可以划为一段，仍是按历史上的朝代顺序来写，不在各段标题上附加社会形态
的概念”瑏瑠。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而是以“作
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在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瑏瑡。在表现中国历史进程方面，
这些通史著作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演变展示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如《中国历史》以“朝代更替和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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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体叙述清楚”①。其二，在内容上，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撰述重
点，以往通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则只是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予以处理。如《中国历史》
“全书所凸现的是所谓‘制度与文化’的演变。至于阶级、阶层关系的论述只是围绕制度与文化以及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中有所反映，这就和以往的教材有了很大的差异”②。对于人民群众，关注的已不是其所
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基层组织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其三，一些通史著作放弃了
自新史学以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追求。姜义华指出，以往的通史多用历史发展规律将中国历史贯穿起
来，“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
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
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
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新的中国历史体系的建构，还是新编中国通史著作，都力图超越既有的中

国史学话语体系，探索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体系或运用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史学话语
认识和表述中国历史。当今有关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这种努力的逻辑发展。
五、几点思考
回顾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有关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一方面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从此中国史学融入了世界史
学发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出现过曲折，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在２０世纪的史学史上，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曾经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

点。一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一首诗，在舒缓和平之中不断前进，到处一片琴声悠扬。“中国史之进展，
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④，认为读国史应该怀有温情和敬意。这种观点以钱穆《国史大纲》为
代表。一是将中国历史视为一幕幕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以揭示统治
者的罪恶作为历史撰述的主要目标。范文澜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认为“整部历史止是
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⑤。有关中国历史的这两种认识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都具有其价值与意义，但远非有关中国历史全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缺乏冷静的分析批判，所叙述的
是理想化的历史，在当时就受到范蒲韧（胡绳）的批评⑥。第二种观点缺乏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对于
这一点，范文澜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已作了分析，并在修订本中作了大幅度的修改⑦。有关中国
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是关于如何认识人类文明史的问题，在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出
现过偏差，在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其二，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问题。２０世纪史学话

语体系的演变，与其说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倒不如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无论是新史学话语体系的构
建，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创立，皆是如此。现实为２０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契
机，同时也对２０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分地强调从现实出发建构中国史学
话语体系，有诸多的教训值得吸取。
其三，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曾出现过公式

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的倾向，以理论模式剪裁中国历史，从而窒息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当理论模式
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事实时，不应削足适履，而应考察理论的适应度。曹大为论及《中国大通史》对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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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把握时曾说：“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历史实践为事实依据，针对
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展开原创性研究，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方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规律及其特殊路径，做出科学的诠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路径’的脉络、特征这一建构中国通史的主轴、主
线。”①这也是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处理理论与历史实际问题比较恰当的思路。
其四，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在这个问题上，２０世纪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存在着偏颇。２０世纪初新史

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以与传统史学决绝的姿态出现的，正如学者所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
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
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的中断”②。而当梁启超从“史学革命”转向“史之改造”时，所撰《中国
历史研究法》改变了全盘移植西学话语、彻底否定传统史学的做法，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遗
产予以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处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也有过深刻的
教训，传统史学曾一度被作为封资修被抛弃。建构具有中国气派、风格、特点的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以往的
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仅是其思想资源，也是其逻辑起点。
其五，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２０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深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

新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都是援用外来的思想资源而进行的。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各种
学术模式与中国历史实际不免方枘圆凿，必须将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实际相结合。如
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建构就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并经历了从机
械照搬的公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
序言》中曾自豪地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
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③当今新时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同样面临着如何对待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问
题。拒绝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吸收西方话语体系的精华，构建根植于
中国历史实际、中国问题意识的史学话语体系，确立自己的史学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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